
 

环境压力视角下区域生态效率测度及收敛性＊——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1 

汪克亮，孟祥瑞，程云鹤 

【摘 要】：将经济生产过程中的自然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排放视为“环境压力”，结合ＤＥＡ理论与视窗分析

法，实证测算２００４～２０１２年长江经济带１１个省市的５类生态效率指标值，并以此为基础考虑生态效率的

地区差异与变化趋势，采用σ收敛与绝对β 收敛两种收敛分析方法检验生态效率的敛散性。结果表明：样本期内

长江经济带的生态效率整体水平依然偏低，且出现下降态势，资源节约与污染减排还存在很大的空间；不同省市与

地区生态效率的差异特征较为明显；无论是长江经济带整体还是上游、中游与下游三大地区，内部省市生态效率之

间的差距都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关键词】：环境压力；生态效率；收敛；长江经济带 

【中图分类号】：Ｆ０６１  【文献标识码】：Ａ 

１ 引言 

作为我国经济密度最高、发展潜力最大的区域之一，长江经济带已经成为目前世界上可开发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大的内

河流域经济带。在经济全球化及市场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中西部沿长江区域需要积极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加速内部经济一体

化进程，进而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然而，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生态环境压力。长江沿江两岸工业园区密集，

产业结构粗放，加之中上游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步伐加快，重化工业企业急速增加，导致长江流域资源约束进一步加剧，环境质

量也在不断恶化。据调查，长江沿岸已经形成近６００千米的岸边污染带，其中包括３００余种有毒污染物。自２００７年以

来，长江流域废污水排放量已突破３００亿吨，相当于每一年黄河水量的污染被排入长江。目前，长江接纳的废水量居全国各

大流域首位，占全国内河流域废水接纳总量的４０％以上。此外，长江经济带集中了我国大部分的高耗能产业，能源消费总量

已占到全国的４６．２％，而且其中煤炭消费占比超过７５％，从而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近年来，长江中下游

地区出现了持续性大面积严重雾霾天气，以重庆与南昌为中心的两大酸雨区也已经形成，给民众健康以及工农业生产、生活带

来了严重影响，引起了政府与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为了扭转长江经济带日趋严峻的资源环境局势，实现区域持续健康发展，

必须对长江经济带“资源、环境与经济（３Ｅ）”系统的协调度进行科学、客观的评价，为有针对性制定相关政策措施提供依

据。本文将基于环境压力与生态效率视角，以省市为研究单位，对２００４～２０１２年长江经济带的资源利用与污染排放形

势、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关系进行定量评估，以期为促进长江经济带的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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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业联合会ＷＢＳＣＤ（２０００）最先给出了“生态效率（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指标

的定义是：通过提供具有价格优势的服务与产品，在提升人类生活质量的同时，将整个生命周期中对环境的影响减低到至少与

地球的估计承载力一致的水平上
［１］

，强调经济效率应与环境效益相统一，追求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最佳平衡，体现了可

持续发展的内涵。作为一种具体化且操作性较强的分析工具，生态效率指标得到了广泛应用。传统的生态效率测度指标如碳强

度、能源强度、硫强度等，不仅易于理解，而且便于操作，但是只考虑到某一种资源消耗或污染__排放物，没有顾及到生产过

程中资源利用与污染排放的多元性，因而无法科学、全面反映生产单位的真实环境绩效水平。近年来，一种全新的基于非参数

ＤＥＡ模型的生态效率指标的提出较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该指标将生产过程中诸多资源消耗以及各类污染物排放耦合至同一

个分析框架之中，整个评价过程不受人为因素的干扰，具有很强的客观性，可以实现对生产单位生态效率的科学测度。其中，

运用该指标代表性的文献，如Ｋｏｒｈｏｎｅｎ和Ｌｕｐｔａｃｉｋ
［２］

（２００４）采用两种ＤＥＡ方法测算了欧洲不同国家

火力发电站的技术效率与生态效率；Ｚｈａｎｇ等
［３］

（２００８）将环境污染物作为投入要素并构造多种ＤＥＡ效率评价模型

对中国各省份的工业生态效率进行了测算；Ｐｉｃａｚｏ－Ｔａｄｅｏ等
［４］

（２０１２）基于ＤＥＡ方法与方向性距离函数，

以西班牙橄榄油企业为研究对象，测算了不同目标下企业的经济与生态绩效，并提出了改进绩效的系列措施；Ｃａｍａｒｅｒ

ｏ等
［５］

（２０１３）基于ＤＥＡ方法测算了２００２～２０１２年欧盟国家的生态效率，并证实了“俱乐部收敛”的存在性；

杨文举
［６］

（２００９）运用ＤＥＡ方法实证测算了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中国各省份工业的动态环境绩效，并对其动态演变的

根源进行了系统考察。这些文献均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这种新型生态效率测度方法的可行性与有效性，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方

法导向。 

２ 生态效率的测度方法 

假定经济单元ｋ（ｋ＝１，２，„，Ｋ），经济增加值为ｖ，生产过程中产生ｎ（ｎ＝１，２，„，Ｎ）种环境压力（包

括自然资源消耗与污染物排放）ｐ ＝ （ｐ１，ｐ２，„，ｐｎ），则经济单元ｋ经济增加值ｖ 与环境压力ｐ 的所有可能组

合，本文称之为“环境压力产生技术（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ＧＴ）”，即： 

 

本文将经济生产过程中的自然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排放视为“环境压力”
［４］

。根据不同环境压力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以

及变量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择４类具有代表性的环境压力指标ｐ，分别为各省市用水总量、能源消费总量、ＣＯＤ排放量与

ＳＯ２排放量，分别以ＷＡＴ、ＥＮＥ、ＣＯＤ及ＳＯ２来表示。其中，ＷＡＴ与ＥＮＥ作为自然资源消耗的代表，ＣＯＤ与

ＳＯ２作为污染排放的代表，以各省市ＧＤＰ为经济增加值ｖ 的代理变量，则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生态效率的测算公式为： 

 

其中，通过Ｆ 函数可以将４类环境压力指标综合为一个“总环境压力”指标，用来衡量经济单元生产对环境的总影响。沿

袭众多研究
［２，４，７］

的做法，本文通过加权平均的形式，得到总环境压力指标值，其中ｗＷＡＴ、ｗＥＮＥ、ｗＣＯＤ、ｗＳＯ

２分别为４类环境压力指标的权重。 

按照Ｐｉｃａｚｏ－Ｔａｄｅｏ等
［８］

（２０１１）等的做法，本文利用ＤＥＡ测算生态效率，则在规模报酬不变（ＣＲＳ）

假定下，求解长江经济带第ｋ′ 个省市生态效率的数学规划如下： 



 

 

上式是一个非线性规划，计算起来较麻烦，为了方便运算，本文通过Ｃｈａｒｎｅｓ－Ｃｏｏｐｅｒ变换将其转化为线性

规划，进而给出线性规划的对偶规划，即： 

 

式中的θ＊ｋ′即为省份ｋ′ 的整体生态效率（ＡＥＥ），表明在维持经济产出不变的前提下，４类环境压力指标同比例

减少所能达到的最小值。θ＊ｋ′ ≤１，若值为１，则表明该省份位于生产前沿之上，是最有效的。θ＊ｋ′值越大，说明生

态效率越高，反之则亦然。 

由于没有考虑投入产出松弛，式（４）中的整体生态效率ＡＥＥｋ′ ＝θ＊ｋ′仅为径向视角的生态效率。例如，若θ＊

ｋ′ ＝０．５，则表明在维持经济产出不变的前提下，要实现效率最优，４类环境压力指标值均可以在原有基础上减少５０％ ． 

如果考虑各类投入产出松弛变量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则可以得到省份ｋ′ 的４种环境压力指标的最优值为： 

 

其中ｓｐｎｋ′表示第ｎ 类环境压力指标的投入松弛。基于式（５），可以获得省份ｋ′ 的基于每种环境压力指标的生

态效率，即所谓的“Ｐａｒｅｔｏ－Ｋｏｏｐｍａｎｓ生态效率”为： 

 

３ 实证结果分析 

３．１ 样本、变量及数据 

考虑到投入产出变量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择的实证分析区间为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研究对象为长江经济带内的１１



 

个省市。为了进一步考察生态效率的地域差异特征，本文将长江经济带划分为三大地区：上游、中游与下游。其中上游地区为

四川、贵州、重庆与云南４省市，中游地区包括安徽、江西、湖北与湖南４省份，下游地区为上海、江苏、浙江３省市。根据

Ｐｉｃａｚｏ－Ｔａｄｅｏ等
［８］

（２０１１）提出的生态效率分析框架，本文选取了４类具有代表性的环境压力指标：用水总

量、能源消费总量、ＣＯＤ排放总量以及ＳＯ２排放总量，并将其作为投入变量，以各省市ＧＤＰ作为经济增加值的代理指标，

并以其作为产出变量。为了保障数据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本文按照２０００年不变价格对各省市ＧＤＰ进行调整。本文数据来

自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各期《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水资源统计公报》以及各省市统计年鉴，描述统

计特征如表１所示。 

 

３．２ 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的测算及时空差异分析 

本文选取用水总量等４类环境压力指标构建生态效率评价ＤＥＡ模型，测算了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长江经济带１１个省

市的生态效率，并考察生态效率的地区异质性。为了陛免由于当期决策单元数目较少，数据稀疏而无法构造近似光滑的前沿面，

从而出现线性规化无解的情形，本文将选择视窗分析法（Ｗｉｎｄｏｗ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来构造生产前沿面，该方法将不

同时间点的同一决策单元视为不同决策单元进行效率对比，不仅可以反映同期内各单元效滤的差异性，还能实现同一单元不同

时点效率的纵向对比，具备更广泛的自由度
［９，１０］

。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将当期与前一期的投入产出数据作为当期的参考技术

集，即窗口宽度定为２，这样本文生态效率测算的初始年份就由２００３年改变为２００４年。根据式（４）、式（５）、式

（６）与视窗分析法，可以测算得到２００４～２０１２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整体生态效率（ＡＥＥ）与每种环境压力视角

下的生态效率（ＰＥＥ），分别为水生态效率（ＷＥＥ）、能源生态效率（ＥＥＥ）、ＣＯＤ生态效率（ＣＥＥ）、ＳＯ２生

态效率（ＳＥＥ）。不同省市、地区、种类的生态效率指标具体测算结果及其变化趋势、地区差异特征如表２、表３、图１与

图２所示。 

 



 

 数据表明，２００４～２０１２年长江经济带１１个省市整体生态效率ＡＥＥ均值为０．７０９６，意味着在维持既定

经济产出条件下，用水总量、能源消耗总量、ＣＯＤ排放量以及ＳＯ２排放量均可以在原有基础上减少接近３０％，资源节约

与污染减排空间巨大。由表３与图２可知，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的ＡＥＥ值分别为０．４９４２、０．７３４１与０．９

６４１，呈现出明显梯度变化特征，下游最高，其次为中游，上游最低。根据表３，下游地区的上海、江苏与浙江三省市牢牢

占据了经济带内ＡＥＥ前３名的位置，ＡＥＥ均值都在０．９０以上，表明下游地区的３Ｅ系统较为和谐，特别是上海在样本

期内的ＡＥＥ值一直为１，是其它省市的学习对象。这主要是由于下游地区地处沿海，经济基础雄厚，区位优势明显，开放水

平高，投资环境好，与国外合作交流较多，容易吸收国外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同时产业结构也较为合理，因而经济增长所

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相对较小。相比之下，长江中上游地处我国中西部内陆地区，经济基础薄弱，技术水平不高，沿江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滞后，再加上长期地方保护主义与诸侯经济盛行，条块分割现象严重，生产要素无法实现跨区域自由流动，导致下

游地区的先进技术无法有效向中上游地区扩散转移，从而制约了中上游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长江上游地区，由

于经济落后，地方政府往往偏重经济增长，忽视了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使得其原本就很脆弱的生态环境更是雪上加霜。由表

２可知，ＡＥＥ排名的最后４位省市全部来自于长江上游地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上述判断。 

 

 



 

从动态变化趋势来看，如图１与表３所示，２０１４～２０１２年ＡＥＥ波动特征比较明显，波动幅度虽然不大但整体出

现下滑趋势，ＡＥＥ值从２００４年的０．７０６５下降至２０１２年的０．７０２０，形势不容乐观。再从单一环境压力的

视角来看，如表２所示，样本期内ＥＥＥ、ＷＥＥ、ＣＥＥ与ＳＥＥ的均值分别为０．７０７５、０．５１８８、０．４６０

９与０．４８３２，差异性较为明显。其中，能源生态效率ＥＥＥ最高，接近整体生态效率ＡＥＥ水平，ＣＯＤ生态效率ＣＥ

Ｅ最低，还不到５０％．从图２与表２可以看出，长江下游地区表现也是远远优于中上游地区，这与ＡＥＥ的分析结论是保持

一致的。长期以来，作为我国重要的能源与制造业基地，长江中上游沿江两岸地区聚集了一大批高耗能、高污染的资源环境密

集型产业，如钢铁、火电、石化、水泥与电解铝等行业，导致中上游地区的资源环境负载量远高于下游地区，承受了巨大的资

源环境压力，抑制了其生态效率的进一步提升，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面临着巨大挑战。在４类生态效率测度中，

上海在样本期内的每个年份均位于效率前沿之上，４类生态效率水平在所有省市中都是最优的，是“领先者”与被“追赶”的

对象，而上游地区的贵州则在长江经济带１１个省市中的表现是最差的，４类生态效率指数的均值都没有超过０．３０，特别

是ＳＥＥ值仅仅只有０．０６９０，还不到１０％，这表明贵州省有限的经济产出伴随了大量的资源消耗与污染排放，资源环

境经济系统协调度极低。如图２所示，５类生态效率指标基本上都是呈现出由西向东逐渐增高的态势，与技术进步及经济发展

水平由西向东逐步提高的方向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这意味着生态效率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高度的正相关性。 

 

再来看５类生态效率指标的演变特征。如图１所示，２００４～２０１２年，ＥＥＥ的变化趋势基本与ＡＥＥ保持一致，

相对比较平稳，但是从２００４年的０．７０４９下降至２０１２年的０．６９４８，整体上仍是下降的，而ＷＥＥ、ＣＥＥ、

ＳＥＥ三类指标的波动程度则非常剧烈，变化幅度也较大，且在样本期内均出现了较大程度的下降，下降幅度分别达到２１．９％、

４０．１％与３９．９％．这一结果与国内外我国资源环境效率多数文献的分析结论差别很大，它们大多认为近些年来我国资



 

源环境效率是逐渐改善的
［１１～１３］

。这种差异的形成固然与不同文献所选用的ＤＥＡ模型不同有关，但本文认为更重要的原因在

于已有研究基本上都是将资本、劳动这两种常规生产要素作为投入变量纳入到效率评价模型之中，这样做虽然能够更为切实反

映实际生产过程的特点，但生产单位资本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都会被认为是资源环境效率改善的一部分，因而效率测度结果并

不能反映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绩效的真实水平，而只是资源（包括资本、劳动要素）综合利用能力的一种体现。相比之下，本

文所采用的ＤＥＡ模型并没有引入资本、劳动这两种常规要素，只包括资源消耗与污染排放，因而生态效率的测算结果更为纯

粹，也更能体现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关系。 

最后，再从不同地域层面考察各生态效率指标的演变趋势。由表３可知，２００４～２０１２年长江下游地区的ＥＥＥ、

ＷＥＥ、ＣＥＥ及ＳＥＥ整体上都是下降的，ＥＥＥ是稳中有降，而ＷＥＥ、ＣＥＥ与ＳＥＥ则呈现较强的波动性，４类生态

效率指标的下降幅度分别为２．４９％、１２．０１％、２８．０８％与２７．４８％；样本期内长江中游地区的ＥＥＥ虽然

整体上是增加的，但是增幅仅有２．７０％，而其ＷＥＥ、ＣＥＥ与ＳＥＥ也都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态势，下降幅度达到４

１．７１％、５４．０１％与５２．６３％；长江上游地区各生态效率指标的变化特征与长江下游地区基本保持一致，ＥＥＥ、

ＷＥＥ、ＣＥＥ、ＳＥＥ的整体降幅分别是５．６２％、１３．１１％、４２．６３％、４１．２５％．这一系列数字充分表

明，近年来长江经济带经济的高速增长依然是依靠大量资源消耗与严重环境污染来驱动的，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还在继续，经济

增长质量低下，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彻底转型任重而道远。 

３．３ 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的敛散性检验 

由前文分析可知，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之间生态效率的地区差异特征非常明显，那么这种地域差异性的演化趋势如何？上

中下游各省市的生态效率能否最终达到一致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将对长江经济带２００４～２０１２年生态效率的敛

散特征进行分析。根据考察角度不同，收敛性通常可以分为σ收敛、绝对β收敛与条件β 收敛。其中，σ收敛主要是考察在时

间推移过程中不同省市之间生态效率的离差变化情况。如果离差逐渐减小，则表明各省市之间的生态效率差距在逐渐减小，存

在σ收敛。绝对β收敛是分析每个省市的生态效率能否达到相同稳定增长速度，落后省市是否存在“追赶”先进省市的趋势；

条件β收敛主要是分析每个区域的生态效率是否会收敛于各自的稳态水平。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将使用σ收敛与绝对β 收敛两

种收敛分析方法来检验２００４～２０１２年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的敛散性。 

首先，沿袭曾先锋与李国平
［１４］

（２００８）、袁晓玲等
［１５］

（２００９）所采用的方法，本文对于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

的σ收敛分析可以用下述方程来表示： 

 

式中，ＥＥｉ（ｔ）表示第ｉ个省市在ｔ时期的生态效率，Ｎ 为省份的个数。当σｔ＋１ ＜σｔ时，说明各省市生态效

率的离散系数在缩小，存在σ收敛。 

根据式（７），可以计算得到２００４～２０１２年长江经济带及其上中下游地区ＡＥＥ与ＣＥＥ的σ收敛结果①分别如

图３与图４所示。 

从图３可以看到，长江经济带ＡＥＥ的σ值在样本期内是比较平稳的，这表明长江经济带内各省市之间的整体生态效率差

距变化幅度较小，没有出现剧烈波动。根据计算结果，ＡＥＥ的σ值从２００４年的０．２０５下降到２０１２年的０．２０

２，这意味着各省市ＡＥＥ之间的差距整体而言是缩小的，存在收敛特征。然而，本文同时也发现，ＡＥＥ的σ 值在样本期内

虽然波动幅度不大，但是较为频繁，呈现出锯齿型波动趋势，表明ＡＥＥ的收敛特征不显著。如图４所示，与ＡＥＥ类似，Ｃ

ＥＥ的σ值在样本期内也未出现大幅波动，但波动频率较高，从２００４年的０．２３１波动上升至２０１２年的０．２３７，



 

这表明长江经济带内各省市ＣＥＥ之间的差距在扩大，有发散趋势。再从不同地区层面来看，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三大地

区生态效率的敛散特征有所差异。根据σ值的大小，本文发现长江上游省市ＡＥＥ间的差距是最大的，意味着上游各省市在资

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方面的表现是最不平衡的。从近几年σ值的变化趋势来看，这种不平衡性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还在持续扩大。

相比之下，长江中下游两地区内部省市ＡＥＥ之间差距则相对较小，但整体上ＡＥＥ仍然是发散的，且其σ值的波动均较为剧

烈。最近两年，中游地区σ值有所减小，而下游地区的σ值则在上升，两者之间的σ值在不断接近。总体而言，长江上中下游

三个地区的ＡＥＥ都没有呈现比较明显的σ收敛态势，各地区内部省市ＡＥＥ间的差距仍然存在进一步扩大的趋向。如图４所

示，相比于ＡＥＥ，长江上中下游ＣＥＥ的σ值上升的趋向则更为明显，发散特征鲜明。其中，下游地区内部的ＣＥＥ差距最

大，其次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内部各省市间的差距相对最小。三个地区ＣＥＥ的σ值虽然在２０１２年都出现了下降，但是

今后的演化趋势仍不明朗，地区内部各省市ＣＥＥ生态效率之间的差距仍有继续扩大的可能性。 

 

 

然后，本文再根据Ｓａｌａ－ｉ－Ｍａｒｔｉｎ
［１６］

（１９９６）的研究，得到生态效率的绝对β收敛回归方程： 



 

 

其中，ＥＥｉ，Ｔ和ＥＥｉ，０分别为基期和ｔ＝Ｔ 时期第ｉ个省市的生态效率指数，［ｌｎ（ＥＥｉ，Ｔ）－ｌｎ（Ｅ

Ｅｉ，０）］／Ｔ表示从第ｉ个省市从ｔ＝０时期到ｔ＝Ｔ 时期的年均ＥＥ 增长率。α为常数项，β为基期生态效率ｌｎ（Ｅ

Ｅｉ，０）的系数，ε为随机误差项。若系数β为负数，则意味着各省市生态效率的增长率与其初始水平呈方向关系，存在绝

对β收敛，反之则不存在绝对β收敛，即生态效率的增长与生态效率的初始值成反比，落后地区不存在追赶先进地区的趋势。

表４给出了长江经济带５类生态效率指数的绝对β收敛检验结果。 

 

 绝对β收敛分析主要用来考察长江经济带内各省市生态效率是否向相同的稳定值趋同，也就是研究生态效率较低的省市

是否存在对较高省市的“追赶”效应。从表４的检验结果来看，ＷＥＥ与ＣＥＥ两个方程的β系数符号为正，ＡＥＥ、ＥＥＥ

及ＳＥＥ三个方程的β系数虽然都为负数，但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长江经济带的５类生态效率均没有明显的绝对

β收敛趋势，并不存在落后省市对先进省市的“追赶”，长江经济带内各省市之间的生态效率差距有进一步被拉大的危险，这

与前文σ收敛分析结论是一致的。从政策角度来看，这两种收敛检验结果均表明，长江经济带目前正在实行的资源环境政策不

仅没有缩小落后省市与先进省市之间的生态效率差距，反而拉大了这一差距。因此，政府与相关决策部门须对现行资源环境政

策效果做更为科学、细致的评估并适时做出政策调整，防止这种趋势的进一步恶化。 

４ 结论 

本文以长江经济带内１１个省市为决策单元，基于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在ＤＥＡ理论框架下，采用视

窗分析法测算了２００４～２０１２年１１个省市的ＡＥＥ以及ＥＥＥ、ＷＥＥ、ＣＥＥ与ＳＥＥ等５类生态效率指标值，进

而将长江经济带划分为上游、中游与下游三大地区，考察各类生态效率的地区差异性与演变特征，最后采用σ收敛与绝对β 收

敛分析方法检验了生态效率的收敛性。本文研究结论主要包括：２００４～２０１２年长江经济带ＡＥＥ均值只有０．７０９

６，在稳定既定经济产出总量的前提下，还可以在减少近３０％左右的资源消耗与污染排放；长江上中下游生态效率存在较为

显著的地区异质性，由东到西呈现阶梯式分布，下游地区效率显著高于中上游地区，其中上海市的５类生态效率指标都处于１

１个省市中的最优位次；从时间变化趋势来看，样本期内长江经济带及其三大地区的５类生态效率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特

别是在考虑投入松弛变量后，水生态效率（ＷＥＥ）、ＣＯＤ生态效率（ＣＥＥ）与ＳＯ２生态效率（ＳＥＥ）的下降趋势更

为明显；σ收敛与绝对β收敛检验均发现，长江经济带及其三大地区的生态效率都没有出现明显的收敛态势，不同省市之间的

生态效率差距存在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本文尚存在以下不足：①生态效率测度的投入产出指标选择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如果改变或加入新的资源环境指标，则本

文结论有可能会有所改变；②仅仅从效率层面，而并未考察长江经济带生态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情况，且没有分析这种变化是

由效率增进还是技术进步所驱动；③没有采用计量经济模型深层次剖析长江经济带及其上中下游三大地区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

及其影响机理。这些问题均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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